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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提　要：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文献学家。他对方志的认识是志书与史书相辅而行。在他看来，方
志学的流派可以分为 “史法”派和 “史实”派；方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雏形期、形成期、繁盛期三个阶段。谢

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历史研究中重视对方志的运用，在南明史、清初史、社会经济史、农民战争史研

究方面皆有充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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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桢 （１９０１—１９８２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，在明清史、学术史、史料学、版本
目录学等方面皆有重要贡献。因为方志学与明清史、文献学具有密切关系，谢国桢十分重视对方

志的收集和使用。以此视角观之，谢国桢在近现代方志学上应占有一定地位。回顾既有研究，学

术界对谢国桢的方志研究或者存而不论，或者语焉不详。虽然 《中国地方志词典》收录有 “谢

国桢”词条，但仅点到为止，并未详尽论述。① 基于此，本文拟对谢国桢的方志学研究诸方面作

一梳理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　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
谢国桢对方志的收集十分重视，认识也尤为深刻。在谢国桢的藏书中，地理方志学古籍占有

相当数量，主要有 《横山志略》《卧象山志》《长白山录》《吴地记》《洪武京城图志》《天童寺

志》《光福志》《兰亭志》《竹篘小志》《五亩园小志》《学海堂志》《永嘉郡记》《石湖志略》

《金陵琐志》《荆州记》《兰州古今注》《新疆礼俗志》《章谷屯志略》《宁古塔记略》《相城小

志》《木渎小志》《鸳鸯湖小志》《长安志》《长安志图》《台湾府志》《回疆通志》《哈密志》

《重修常昭合志》等。② 在其历史著述中，方志的考察和引用更为普遍。因此，对于谢国桢的方

志学研究不可忽视和轻视。

方志的性质问题是考察学者对方志学研究的核心内容。古往今来，前贤今哲对于方志性质的

认识众说纷纭。大体言之，主要有３种典型性观点：方志为史书说，以章学诚为代表；方志为地
理书说，以戴震、孙星衍为代表；方志为史地书说，以傅振伦、黎锦熙为代表。③ 清季以来，章

学诚受到学界的特别重视，因此方志为史书说具有较大的学术市场。譬如，李泰明确主张

“志即史”，称 “方志者，即地方之志，盖以区别国史也。依诸向例，在中央者谓之史，在地方

者谓之志。故志即史，如某省志者即某省史，而某县志者即某县史也”④。然而，谢国桢虽为历

史学家，但并不主张 “志即史”，而是认为方志与史书分而不离，二者并非同类但密切联系。他

指出：“从古以来历史就是专门的科学，除了志表纪传各体具备的正史和纪事本末、人物传记各

种体裁以外，还有与历史相辅而行彼此有牵连关系记载地理风土的书籍，这种书籍也非常繁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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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 ‘旁宗之子，蔚为大国’，于是就有 ‘方志学’。”① 这种认识既承认了方志的特殊性和独立

性，又体现出方志和史书之间的紧密联系。

此外，谢国桢对方志学的流派和历史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。从横向看，谢国桢把方志流派分

为史法派和史实派。他认为：“编修方志之学，本有注重史法的，有注重史实的，注重史法若康

海、韩邦靖之言，此文家之言也；注重史实者，此质家之言也。”史实类方志注重保存地方历史

资料，如 “明末元初士人所编著的地方志书，记事务欲求得其详，如明鄞县范氏天一阁所藏的

明代志书，都是记载不厌其详的，保存了颇多的历史资料”。史法类方志一开始反对方志过于烦

琐，注重精简方志，如明代康海修 《武功志》仅３卷，韩邦靖 《朝邑志》也只有３卷；其后，
有学人专门讲究方志纂修的史法，如章学诚等。② 清代方志学大为发展，从全国性质的 《大清一

统志》到省、府、州、县，甚至村镇和山水名胜都有志书。就清代而言，方志学也存在史法派

和史实派。谢国桢认为，清代编纂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派：一派是讲求义例义法的，当以章

学诚、李兆洛等人的作品为代表；另一派是致力于考据、综辑事实的，当以孙星衍、武亿、董沛

等的作品为代表。③ 谢国桢对修志流派的划分方法独树一帜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从纵向看，谢国桢把方志学史划分为３个阶段：雏形期、形成期、繁盛期。具体言之，从魏
晋到隋末是方志学的雏形期，此时期有记载各州郡的地记，如晋王隐 《晋书地道记》、晋王范之

《交广二州记》、宋张勃 《吴地记》等；有记地方政治情况的，如常璩 《华阳国志》；有记载地

方人物的，如魏苏林 《陈留耆旧传》等；有记地方风土的，如卢植 《冀州风土记》、宗懔 《荆楚

岁时记》等。但是总体来看，此时期的志书是零散的记载，记录对象也是个别地方和事情。唐

宋时期是方志学的形成期。隋朝出现了图经，唐代出现了全国性质的 《括地志》和 《元和郡县

志》。宋代方志更为繁盛，不仅有全国的志书，如乐史 《太平寰宇记》、王存 《元丰九域志》、欧

阳? 《舆地广记》；也有分述各地区的志书，如范成大 《吴郡志》、周应合景定 《建康志》、潜

说友咸淳 《临安志》等。编纂方法也大为发展，荟萃政治、经济、风俗、物产、人物及地方文

献等，容纳众多内容。元明清时期是方志学的繁盛期。元明方志学继续发展，明代的志书编修已

推广到省、府、州、县，共有六七百种。但是，明代方志过于芜杂，没有条理。清政府为加强统

治，下诏地方修志。这不仅促进方志数量大为发展，也推动方志理论上的成熟，如章学诚对方志

理论多有讨论。④

综上所述，谢国桢对方志学有深刻的认识。在方志性质上，谢国桢主张志书与史书分而不

离，相辅相行；在横向上，把方志学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；在纵向上，将方志学分为雏形期、形

成期、繁盛期３个阶段。

二　以志研史
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史学活动中对方志的重视和运用。他说：“地方志书，内容

丰富，为研究史学及历史地理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。所以不可否认，地方志书与史学有着

密切的关系。”⑤ 可见，谢国桢在历史研究中对方志的态度是 “以志研史”。这也是谢国桢方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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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。

第一，方志文献与晚明史研究。晚明史是近代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，谢国桢也先后出版

《晚明史籍考》和 《南明史》。其中谢国桢就列有相当数量的地理方志文献。这些方志文献多载

他书所未有或未详的史料，对明代人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，并不能完全以地方文献视之。

在 “明季地方文献人物传记”部分，谢国桢所引志书有 《江渚贞烈志》《青门节义录》《越

殉义传》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 《明季东莞五忠传》 《明季潮州忠逸传》 《明季滇南遗民录》等。

如，“（《青门节义录》）著录诸人，多有他书所未详者，至习见者，若刘中藻、林
!

等人，记其

行事，颇多异闻，亦足以补南疆逸史等书之缺”①。在 “明季人士所著地方文献”中，谢国桢也

列举了众多地理方志书，如 《畿辅人物志》《松陵文献》《帝里明代人文略》《嘉禾征献录》《吴

门表隐》《海昌五臣殉节遗事》《虞邑先民传》《诸暨贤达传》《东雍耆旧传》。如 《松陵文献》

“琐事遗闻，多有他书所不载者，直可视为明季稗乘，未可以全以地方文献概之也”②。在 《晚

明史籍考》的基础上，谢国桢又撰写了 《南明史略》，根据 “搜集到的资料，把南明的历史作了

简单平实的介绍和评价”③。其中方志使用也较为普遍，如 《米脂县志》 《海州志》 《费县志》

《光州志》《奉化县志》《慈溪县志》《霍邱县志》《清远县志》《揭阳县志》《湖北通志》《云南

通志》《甘州府志》等。

第二，方志文献与清初史研究。《清开国史料考》为谢国桢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。在研

究建州女真史事的资料时，谢国桢指出方志的重要性，称 “记辽东之方志，若 《辽东志》《全辽

志》等类是也”④，《辽东志》和 《全辽志》 “传世甚稀”。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也仅存 《全辽

志》传抄本与嘉靖刻本，并无 《辽东志》。《辽东志》为谢国桢在大连参观 “满铁”图书馆时所

见，为日本前田侯爵藏明刊本。此外，谢国桢列举了关涉辽东史事的其他方志，如 《辽海志略》

《山海关志》《四镇三关志》《三卫志》等。他说：“清咸丰间，金州隋汝龄九芗纂 《辽海志略》

一百六十八卷，记辽事颇详，足补 《盛京通志》等书之缺。其他若 《盛京通志》 《吉林通志》

《大清一统志》等书，记掌故者若 《八旗文经·作者考》，皆可参考。”⑤

值得注意的是，谢国桢利用方志批驳日本学者为侵略东北捏造的谬论。为侵略中国，日本汉

学界大肆宣扬 “满洲非中国论”。日本清史学家稻叶君山指出，“明人曾未涉足其地，山川城站，

亦多传闻疑似”。谢国桢认为此论为 “无稽臆说”，据史料据理驳斥。《辽东志》就是谢国桢使用

的重要证据。谢国桢称：“检本书之卷末，则东北满洲之交通经路，粲然具载。其间海西东水陆

城站一节，所记自开原以北至哈尔滨附近，更折向东北，循松花、黑龙两江之江岸，下出于鞑靼

海峡，所有驿站，一一详列其中。吾人试按此等站名，就今日地名一为考察，则十之六七总可寻

得。”“更自开原东北，行经长白山之北，绕松花江之上源，以出于今之延吉，遵豆满江而南，

经朝鲜之咸镜南道，将所有驿站一一检查之，更可得十之七八。”⑥ 谢国桢以方志为关键史料的

研究揭露了日本学者的阴谋，证据扎实，观点鲜明。

第三，方志文献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。１９４９年后，谢国桢接受唯物史观的理念，意识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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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，特编撰 《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》。在该书序言中，他指出：“官修之书

有着许多隐讳不可靠的地方，那末，要广泛地考究当时的社会情况，就不能不注意野史笔记、私

人诗文集和地方志乘，以及各种档案资料了。”① 查之实际，谢国桢特别注意查找方志中的社会

经济史料。譬如，在农业生产方面，清 《滇海虞横志》对粮食作物落花生的记载，明陈懋仁

《泉南杂志》对水果红柑、荔枝的记载，清李调元 《东海小志》对大发哈鱼的记述。在手工业生

产方面，清 《续外冈志》记载有飞花布，嘉靖 《徽州府志》《滇海虞横志》《续补全蜀艺文志》

有冶矿的记载。在工艺美术方面，《滇南杂志》记有制纱灯。在商品经济方面，《金泽小志》有

松江棉花布的贸易；《盘龙镇志》有纺织品的贸易；《清乾隆两淮盐法志》有食盐贸易；《江西省

大志》有瓷器贸易；《新安休宁名族志》有商人传记；《沙县志》记有铁矿贸易；《吴江县志》

记载有大米的价格及其浮动。在阶级分化方面，《南陆志》《虞谐志》有贫富分化的史料。

第四，方志文献与农民战争史研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谢国桢对农民战争问题也较为

关注，先后编写 《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》和 《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》。因为农民起义并非限

于一时一地，而是广泛地辐射不同地域。所以，谢国桢在研究中除关注官方文书外，还主张

“参以地方志、各家文集、野史笔记”②，以补官方记载的不足。１９５７年出版的 《清初农民起义

资料辑录》中大量使用方志。关于河北山东地区农民起义情状，康熙 《霸州志》、康熙 《保定府

志》、民国 《雄县新志》、光绪 《费县志》、咸丰 《大名府志》、乾隆 《沂州府志》皆有记载。记

载东南地区江浙农民起义情况的方志有嘉庆 《海州志》、光绪 《溧阳县志》。《奉化县志》有浙

江农民军记载。关于中南和华南地区湖北、安徽、江西、广东的农民起义状况， 《湖北通志》

《霍邱县志》、同治 《郧阳志》、同治 《赣州府志》、同治 《广新府志》、康熙 《宁化县志》、民国

《泰宁县志》、同治 《南昌府志》、光绪 《江西通志》、同治 《宜春县志》、道光 《新会县志》、同

治 《韶州府志》、光绪 《清远县志》有众多记载。记载山陕甘地区农民军状况的方志有光绪 《垣

曲县志》、康熙 《交城县志》、乾隆 《商州县志》、道光 《兰州府志》。１９８１年，《明代农民起义
史料选编》出版。其中清张潮 《虞初新志》和郑澍若 《虞初续志》详细记载了天启年间吴中的

市民暴动；《瑞金县志》和 《泉州府志》记载了佃农的反抗斗争；《昆新两县续修合志》记载顺

治三年 （１６４６）南湖一带的奴变；光绪 《湖北通志》也有奴变的记载；《台湾府志》记载天启

年间台湾对海上武装船队的抗争。

总之，谢国桢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地重视方志史料的运用，与笔记、文集、官方文书相互补

充。在南明史、清初史、社会经济史、农民战争史等方面，谢国桢 “以志研史”的认识得以充

分地体现。

三　修志与论志
谢国桢不仅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方志，而且还参与方志的编修工作，在古籍研究中注重对方志

进行评论。在方志编修方面，“参加过 《黑龙江志稿》《河南通志稿》《绥远通志》的编纂”③。

在方志评论方面，谢国桢重视以版本学和史料学为角度评论其利弊得失，多有一针见血之见。

谢国桢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参与河南、黑龙江和绥远的省志编修，在方志编修层面也卓
有成效。首先，谢国桢与 《河南通志稿·艺文志稿》的编修。民国时期 《河南通志》屡修屡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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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桢编：《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》上册，“前言”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０年，第１—２页。
谢国桢编：《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》，“凡例”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５７年，第１页。
黄苇主编：《中国地方志词典》，第３３５页。



目前仅存部分铅印稿和大量手稿。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２１年，河南省曾两度修 《河南通志》，均无果而

终。１９３４年，河南通志馆并入河南大学，由河南大学校长兼任馆长。工作到抗战开始，《河南通
志稿》大部分已经编纂完成。① 谢国桢参与 《河南通志稿》的纂修就是此阶段的工作。正如其

自述中所言，“１９３２年承胡适、傅斯年介绍，到南京前中央大学专任讲师。次年该校介绍我到河
南大学任教授，我没有去，可是叫我协助他们编 《河南通志》”②。谢国桢所负责的纂修内容为

《河南通志稿·艺文志稿》。因 《河南通志》最终未能成书，仅有部分内容刊印。《河南通志稿·

艺文志稿》也于１９４２年内部印刷。目前河南大学图书馆藏有河南通志馆纂修的 《河南通志稿·

艺文志稿》，为民国３１年铅印本。③
其次，谢国桢与 《黑龙江志稿·艺文志》的编修。１９１４年，黑龙江设立通志局，着手收集

史料，撰写初稿，但是最后不了了之。１９２９年，张伯英重新主持编修，１９３２年脱稿，１９３３年印
刷。因为尚有疏漏之处，就以 “志稿”为名而不用 “通志稿”。据 “刚主所编之艺文”一语可

知④，谢国桢负责分纂 《艺文志》。 《黑龙江志稿》卷６０—６２为 《艺文志》，包括 “书目”和

“文征”两部分，附有 “金石”。书目收录黑龙江人所著图书；文征收录对黑龙江的记述之书。

１９９２年出版的 《黑龙江志稿》，即根据１９３３年铅印本整理而成。
最后，谢国桢与 《绥远通志稿·民族志》的编修。１９３１年，《绥远通志稿》开始纂修，

１９３７年初稿完成。“当时遵省主席傅作义先生之意，特派荣祥携稿至北平，延请社会名士傅增湘
先生审修订稿。”其后，傅增湘聘请多人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撰组合。⑤ 谢国桢参与修撰 《绥

远通志稿》就是此时期。据自述，抗战时期，谢国桢经傅增湘介绍，“到川帮私营大中银行聊司

笔札，并协助傅沅老编纂 《绥远通志》”⑥。谢国桢参与部分为 《民族志》。 《绥远通志稿》卷

５０—５３为 “民族”，主要记载汉族、蒙古族、满族、回族的流变。１９４０年，谢国桢在 《中和月

刊》第１卷第３期发表 《河套民族变迁考》，即编修 《民族志》的部分内容。

因为有多次修志的实践，再加上深厚的文献和史学功底，谢国桢钟爱方志评论，并且往往一

针见血，颇有见地。譬如，关于 《析津志》，谢国桢对作者、版本源流、内容、体例、方法皆有

考察和评论，称：“著者长于勾稽史事，能诗善画，泛览群书，兴趣广博。因之，书中涉及的范

围很广。”并且，表彰其 “注重调查研究”，“对于地理沿革，民情风俗，也极感兴趣”⑦。此处

以谢国桢晚年在江浙访书时的方志为例，略论谢国桢的方志评论。就其特色言，谢国桢注重从版

本学和史料学的角度评论方志。

其一，以版本学评论志书。谢国桢所发现的 《扬州休园志》为清乾隆壬辰刻本。从版本学

来看，“是书为写刻本，刊刻极精，白纸初印”⑧。在上海图书馆，谢国桢发现 《读史方舆纪要》

的稿本，评论称：“关于清初后金发迹之事，辽东女真部分，恐触清廷忌讳，颇有删节，惟旧钞

本尚存。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本，俨然俱在，其中批注之语，字迹极为苍老古朴，审为作者亲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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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刘永之、耿瑞玲编：《河南地方志提要》上册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０年，第４１—４２页。
谢国桢：《谢国桢自述》，《文献》１９８１年第４期。
参见河南大学图书馆编：《河南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》，河南大学图书馆，１９８７年，第２页。
参见张伯英为万福麟监修、张伯英总纂 《黑龙江志稿》所作的序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２年，第４页。
参见绥远通志馆编纂：《绥远通志稿》，“出版说明”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１—２页。
谢国桢：《谢国桢自述》，《文献》１９８１年第４期。
谢国桢：《瓜蒂庵文集》，第１６４—１６５页。
谢国桢：《〈扬州休园志〉八卷》，《江浙访书记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２９—３０页。



所写，知为这部书的稿本。”① 关于 《华阳国志》，谢国桢发现了明嘉靖甲子成都刘大昌刻本。

《华阳国志》为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典籍，有明张佳胤刻本和刘大昌刻本。“张佳胤刻本流传较

为广泛，至于刘大昌刻本则流传较少……今四川图书馆又藏是书，书品尤为洁净，诚为蜀中的重

要历史文献，可以说是海内外仅存的珍本。”②

其二，以史料学评论志书。在 《香泉志》中，谢国桢发现了秦观的佚文。“宋词人秦少游观

曾游此地，著有 《游汤泉记》及咏香泉诗词，载于此志之内，为 《淮海集》中所未收，足以补

其未备。”③ 谢国桢之所以著录 《横山志略》，主要是为了展现明中后期太湖一带的纺织业。“由

这些村镇志书中，可以考察书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工商业发展的情况，实为研究我国社会

经济、民情风俗等的重要资料。”④ 谢国桢从 《香山小志》窥探到了清代建筑家与地方风俗的关

系。“香山一地，自明初以来，多出工艺哲匠，如明初蒯祥、徐杲等大建筑家。在明永乐以迄正

统，北京天安门与三大殿等各项大建筑，多出蒯祥、徐杲诸家之手……清康熙初年修建太和殿的

老工部侍郎梁久亦为香山镇人。”此外，《鲁班经》也为明代苏州书坊所刻。⑤ 《重修贵州通志》

由明代江东所修，为日本尊经阁藏明万历丁酉刻本。谢国桢评论道：“是书编制体例，详于建置

沿革、政治制度、徭役赋税之事，犹可以存有明一代之旧典，而于贵阳一区宣慰司之设置，西南

苗夷各兄弟少数民族及其种类风俗，言之颇为详尽。”⑥

概而言之，谢国桢有丰富的方志编修活动，先后参与河南、黑龙江、绥远省志的编纂。在方

志实践、文献学、历史学的基础上，谢国桢还注重对方志书的评论，对于作者、版本、内容等有

独到的认识。

结　语
谢国桢不仅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文献学家，也是方志学家。然而，对于谢国桢的方志学研

究成就，学术界尚无全面论述。通过考察可知，谢国桢对方志学的理论认识较为深刻。在方志的

性质问题上，他坚持志书与史书相辅而行。在方志学的流派上，他主张方志学可以分为史法派和

史实派；而方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雏形期、形成期、繁盛期３个阶段。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
了他在史学活动中对方志的重视和运用。在实践层面，他主张 “以志研史”，这在他的南明史、

清初史、社会经济史、农民战争史等研究方面皆有充分体现。此外，谢国桢还参与河南、黑龙

江、绥远等省的方志编修，并且注重以版本学和史料学的视角对方志进行评论。因此，谢国桢无

论在理论认识还是实践层面皆对方志有独到的见解，为方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周　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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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桢：《〈读史方舆纪要〉一百三十卷》，《江浙访书记》，第９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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